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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国初期以来，公民观念和公民教育理念已在中国社会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同。

但是，人们对于公民身份的认同一度出现了偏离，这导致公民教育理念也产生了偏离。在民

国初期，公民身份认同偏向于“国民”身份，从而形成了以“国民伦理”为核心的公民教育

理念。建国以后直到“文革”时期，公民身份又偏向了“人民”身份，学校公民教育也逐渐

“异化”为革命伦理教育。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以及公民社会的

兴起，公民身份认同才逐渐获得了现代性的特征，公民教育理念也转向以公共伦理为核心，

致力于培养具有主体性、权利性和公共性的现代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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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身份认同主要是指公民对于自身的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的认知与觉醒，正如凯

思·福克斯(Keith Faulks)所言，“公民身份是一种成员地位，它包含了一系列的权利、义务

和责任”[1]。对于公民身份的理性认同，是形成合理的公民观念和公民教育理念的基础。回

顾历史不难发现，公民身份观念和公民教育理念虽然在民国初期就已经传入中国社会，但人

们对于二者的理性认同却一直没有形成，反而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认同偏离”或“认同变

异”。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公民身份”和“公民教育”均是源于西方文化的概念，而我

们对于公民身份和公民教育的认同，必然受到本土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也正因为

如此，我们有必要对民国初期以来的公民身份和公民教育理念的认同状况展开分析，以求更

准确地理解公民身份观念和公民教育理念在中国社会的历史演进，以史为鉴，促进当代公民

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变革和发展。 

一、“国民”的身份认同与公民教育理念的国民伦理取向 

晚清时期，社会观念和教育观念依然认同“臣民”身份，并没有出现公民身份的认同。

但是，到了民国初期，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的统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晚清社

会的“臣民”身份认同，从而逐渐建立起了对于“公民”身份的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

公民权等新观念获得了比较广泛的传播，西方现代性的公民教育理念也逐渐获得了一部分政



府官员、知识分子以及民众的认同与支持。可以说，当时人们的身份观念、价值观念已经发

生了巨大的变革。此外，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来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华

民国临时约法》以及其他一些法令、法规中也都明确规定了公民的身份以及公民的权利和义

务，而公民教育也进入了学校教育系统的中心议题。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虽然军阀混战的局

面使得民主的力量一度被压制，但是公民观念和公民教育理念已经逐渐获得了先进的知识分

子和教育学者的认同，因而公民教育课程也逐渐进入了学校课程设置。1922 年，在全国教

育联合会的推动下，各省的中小学校已经在逐渐开设“公民”课程。不过，民国初期的公民

身份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公民身份，而更多的是在批判封建“臣民”身份的基础上形成

的“国民”身份。“国民”身份认同以国民伦理为核心，倡导国民精神和国民人格的改造，

以求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局势。 

到了民国中后期，虽然蒋介石政府逐步否定了公民教育，开始实行带有军事独裁性质的

“党化教育”，但民国初期所形成的公民教育理念与实践却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笔者认为，

民国初期所形成的公民教育理念，还不能算是完全现代性意义上的公民教育理念，可以将之

视为产生于特殊社会语境的、以“国民伦理”为核心的公民教育理念。这种公民教育理念的

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民国初期的公民教育理念反对以儒家“三纲”伦理为核心的封建伦理体系，提

倡新的国民伦理 

在传统社会，儒家伦理被封建意识形态所异化，成为了意识形态的工具。儒家的亲亲、

尊尊构成了封建宗法制的价值核心，宗法制与“家国一体”封建制度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

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伦理的独特局面:家即国，国即家，皇帝是一国之君，同时也是一家之

主。最终，儒家伦理在封建社会就蜕变为了“家伦理”或“私伦理”。[2]这导致了两个非常

严重的后果:一是个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淹没于“家国一体”的宗法伦理体系之中，无个人

的权利与自由。二是传统政制建立在等级伦理体系之上，无人格平等之“国民”，而只有不

同等级之“臣民”，因此难以建构公共的伦理规范和法律体系。“臣民除了君主的意志以外没

有别的法律，君主除了他自己的欲望以外，没有别的规则。”[3]这种封建伦理体系和等级关

系在民国时期遭遇了激烈的批判。民国知识分子不断地抨击“家国一体”的等级伦理和臣民

教育体系，促进了民国教育体制的革新和进步。 

当时，担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首倡“五大教育”，把以培育新的国民伦理

和国民精神为宗旨的公民道德教育和军国民教育放在了重要位置，以反对臣民伦理和臣民教

育。“五四”知识分子也延续了对“家国一体”的儒家伦理体制的批判，主张建立新的国民



伦理。陈独秀就曾指出，儒家伦理之实质是片面之义务、不平等之道德、阶级尊卑之制度，

无法培育出民主国家之国民，因此“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

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4]胡适也呼吁要扫除“孔渣、孔尘”，以培养新的国民精神。[5]也正

是因为民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呼吁，北洋政府于 1916 年废除了“读经讲经”课，1922 年又废

除了“修身”课，取而代之的是“公民”课。[6]这意味着，民国初期在批判臣民教育体系的

基础上，形成了以国民伦理为主要价值取向的公民教育理念。这种公民教育理念以培养平等

的国民人格为目标，与传统的臣民教育具有本质的区别。 

其次，民国初期的公民教育理念吸收了西方现代性中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自由个性等

理念，同时其思想精髓依然没有脱离国家为先、社会为重的“国民意识”和国家意识 

这与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是紧密相关的。当时，追求自由、个性与主体性的启蒙现代性

意识在不断发展和壮大，但是拯救国家民族于危亡的救亡使命也非常艰巨。在现代性启蒙与

拯救国家危亡之间，大多数的政治上层、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最终转向了挽救国家危亡的道

路，而启蒙现代性的使命则开始退居其次，最终形成了如李泽厚、杨春时等人所说的“救亡

压倒启蒙”的局面。因此，在教育领域中，民国初期开设的“公民课”主要就是围绕着救亡

图存和国民伦理而展开的，社会责任、民族使命始终是具有优先性的价值原则。而个体的权

利、个人的自由虽然也得到了重视，但是整个社会语境、教育语境依然是以国家为重、社会

为先的。即使是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在倡导个人自由、独立、自主的背后也仍然隐藏着一条

深邃的国家逻辑，五四运动本身就是导源于青年学生对于国家危亡的忧虑，对于丧权辱国的

巴黎和会的抗议。也正因为如此，梁启超和严复所提出的“小己大群”思想在民国初期要远

比章太炎的“个体为真、团体为幻”要盛行得多。在当时的教育界，蒋梦麟、陶行知等人也

倡导要进行国民伦理的教育，培养国民的平等人格。蒋梦麟明确指出:“教育究竟要做什么?

使平民做堂堂底一个人，使个个平民做堂堂底一个人。”[7]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平民，即是要

成为一个遵守基本伦理规范，能为国家民族的强盛作贡献的“国民”。而陶行知在晓庄学校

和山海工学团的教育工作，也主要是以国民人格作为主要目标，主张培养健全的国民人格。 

总之，民国初期的公民教育理念，在反对封建的臣民伦理和臣民教育的基础上，强调了

以国民伦理为核心，培养新的国民人格与国民精神。这是当时的公民教育理念的一个显著特

征。 

二、“人民”的身份认同与公民教育理念的革命伦理取向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文革”时期，人们的身份认同观念又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狭义的

角度来说，当时人们的身份认同还不能算是现代性意义上的“公民”身份认同，而主要是一



种“人民”身份认同，学校教育也不能算是现代性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更准确地说是一

种革命伦理取向的教育。但是，从广义的“公民教育”的角度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的学校教

育中确实存在着公民身份观念和公民教育理念，只不过这种公民身份观念和公民教育理念被

“异化”了———“公民”被异化为了“人民”(无产阶级战线的革命者)，而公民教育则成

为了具有浓厚的革命伦理色彩的教育。[8] 

我们之所以说建国后到“文革”时期依然存在着“公民”身份认同以及公民教育，主要

原因有二: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根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直

都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可见，“公民”身份观念依然存在，以公民作为教育对象和教育目标的教育理念也依然存在。

另一方面，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马卡连柯等人所创建的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苏联公民

教育模式，在这一时期成为了中国教育的模仿对象，最终也使得这种独特的公民教育理念在

中国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因此，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建国以后直到“文革”时期我们依

然存在着公民教育理念以及公民身份观念，只不过这种公民教育理念是以革命伦理为价值导

向，以培养无产阶级革命者(即“人民”)为主要目标的。这一时期的公民教育理念表现出了

两个方面的独特内涵:一是公民教育的政治化，二是公民教育的革命理想化。 

1.公民教育的政治化 

在革命战争年代，无产阶级斗争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教育具有很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实

行革命伦理教育成为了挽救国家危亡、争取革命斗争胜利的重要手段。当时，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人民政权在解放区普遍实行了革命伦理教育，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和政治思想，这无

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解放以后，学校教育的这一基本路线并未发

生很大改变，仍然是以革命伦理为核心内容，以“人民”阵线为轴心，致力于塑造意志坚定、

思想纯正、精神高尚、无私忘我的共产主义战士。“‘人民’是一个革命阵线，‘人民’意味

着朋友，‘人民’是无产阶级在一定时期的集中体现”[9]。在面对阶级敌人的时候，革命战

士决不手软，必须与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于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挂帅”就成

为了学校教育的指导方针:“政治主宰一切文化形态，道德被高度政治化，强调道德的阶级

性、政治性，否认道德的普遍性、独立性，道德成为政治的附庸。”[10]于是，在建国以后的

公民教育模式中，道德教育和人格教育的内涵在不断地下降，而思想政治、阶级斗争的内涵

却在急剧地上升。公民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政治的附庸，成为了阶级革命的工具。“文

革”开始之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学校教育和公民教育淹没于革命、斗争、批

判的海洋之中，失去了公民教育本应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2.公民教育的革命理想化 

革命理想主义情怀是宝贵的思想财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曾发挥

过重要的作用。革命理想主义成为学校公民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方面是对于战争年代所

形成的革命理想主义传统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阶级斗争扩大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革命理

想主义教育在“文革”时期导致了一系列的恶果:大批的青少年学生成为了红卫兵运动的主

体，颠覆了整个学校教育体制，学生罢学、学校停课、教师被批斗、学校被毁坏，一切都只

是为了追求那个“革命的理想”。当革命理想主义、革命忘我精神控制了整个学校教育之后，

学校所实行的公民教育也就沦为了“革命”的附庸，成为了“革命”的奴隶。它非但无法培

养出真正的“公民”，反而培养出了社会的“破坏者”。此外，革命理想主义还打击一切个人

利益和个人权利。尤其是到了“文革”时期，一切个人利益都被打倒，一切个人权利都只能

服从于国家权利，一切个人福利都只能服从于集体福利。以革命理想主义为核心内涵的公民

教育理念 

打击一切个人利益、个人权利，主张彻底革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命。这种革命理

想主义的公民教育理念，与现代性的公民教育在价值取向上出现了极大的背离，它对于个人

权利和个人自由的极力否定使得公民教育理念偏离了现代性的轨迹，而沦为了否定人、否定

人的基本权利的负向教育。在革命理想主义的支配下，学校教育虽然在表面上依然是培养国

家的公民，但事实上却是为了培养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无疑偏离了现代公民教育的基本目标

指向。 

三、“公民”的身份认同与公民教育理念的公共伦理取向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公民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国家政

策所给予的支持，公民社会和公民伦理体系已经逐渐从理论走向了现实。 

尤其是 2000 年以来，国家、社会对于公民身份认同和公民教育已经愈来愈重视，党的

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更是进一步指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而在广大的民间社会，诸如志愿服务

团体、社区组织、专业协会、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NGO)等公民组织更是在不断壮大，公

民社会的兴起已经成为了当前的社会现实。在教育领域，公民教育的实践活动也在各省市、

地区不断地开展。2003 年，教育部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与美国公民教育中心签署了公民教育

的交流项目，上海、云南、山东、山西、江苏等省都参与了该项目，同时在这些地区广泛开

展了公民教育的综合实践活动和校本课程开发，提升了学校管理者、教师和学生的公民意识



和公民身份观念。这无疑表明，公民观念已经愈来愈深入人心，而人们对于公民身份的认同

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从“国民”身份认同、“人民”身份认同走向了现代性意义

上的“公民”身份认同。[11] 

当代的公民教育理念也已经超越了国民伦理和革命伦理导向，最终选择了以公共伦理的

主体性、公共性和法理性作为其精神核心和伦理导向。虽然当代中国的公民教育理念依然无

法彻底摆脱传统伦理和传统教育的不良影响，但它已经体现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进步: 

首先，它强调了公民在公共伦理基础上的主体权利 

当代的公民教育理念认为，公共社会的首要伦理原则，即是公民作为权利主体所具有的

选择和行动的自由权利，在不侵犯、不违背公共伦理的情况下，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

式和价值观念。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中，学生是一个具有主体性权利的公民，学生公民的自由

权利是任何组织、政府和社会共同体所不能干预的观念已经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肯定和认同。

在学校公民教育的实践当中，学生的主体权利、自由权利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教师也已

经比较普遍地意识到，公民教育必须保障学生公民的主体权利，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公

民教育效果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也主要取决于学生公民的主体性的发挥，没有学生公民的

主体性，也就没有公民教育的积极效果。因此，对于当代的学校公民教育而言，自由原则、

权利原则和公共性已经逐渐成为了基本准则，学生也逐渐享有了平等的公民权。伦理的灌输

和强制在当前学校教育中越来越失去了合法性的地位，体罚、变相体罚和歧视等有违公民权

利的行为也正在不断减少。这是当代学校教育的一个显著进步。 

其次，它强调了公民的公共理性和公共人格 

早在古希腊的公民传统中，公民作为城邦共同体中的成员就必须在公共理性的指导下履

行城邦共同体所赋予的责任，然后才能公平地享有城邦共同体所赋予的公民权利。在当代中

国的公民教育之中，对于公民的公共理性、公共责任也愈来愈重视。当代公民教育理念认为，

公民具有共同的道德理性，能知道什么是“公共的善”和“公共的恶”。因而在公民教育过

程当中，必须让学生在道德行为上遵守公共的伦理规范，服从于公共的道德理性，从而维护

公共秩序的稳定和健康。遵守公共的伦理规范，是现代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也是提升公共

福利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基石。而学生作为社会的公民，是社会共同体中的合法成员，他们有

责任发展自身的公共理性和公共人格，遵守公共的伦理规范，从而成为共同体中的合格成员。

当然，当代中国的公民教育理念坚持认为，权利与责任是辩证的，公民作为现代社会的契约

人，他在享受社会所给予的自由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因此，当代中国的学校

公民教育虽以公民权利为基础，但同时也非常强调公民对于公共伦理规范的理性服从，要求



每个学生遵守基本的社会伦理规范。唯有如此，公民的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才能得到最大限

度的保障和提升。 

第三，它强调了公民身份的法理性和制度性 

在当代公民教育理念中，公民身份具有法理性、制度性的保障和约束。一方面，公民的

基本权利是法律和制度所保护的，国家宪法和教育法律、法规等都规定和保护了公民的基本

权利;而另一方面，公民也必须遵守基本的法律、法规和制度规范，履行相应的社会义务和

法律义务。当代公民教育所期望塑造的公民人格，是一种制度性、法理性的人格，公民的责

任和义务是法理、制度所要求的，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也是法理制度所赋予的。只有当每个公

民的自由权利都被约束在合理的法律、制度规范之内时，个人的自由才不至于损坏他人的自

由，个人的权利也才不至于损坏他人的权利。公民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必须接受法理

制度的监察和约束，而学生作为公民，也必须接受宪法、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的约束。唯有

如此，公民的真正自由才能获得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才能得到保护。总之，当代公民身份

观念和公民教育理念已经体现出了显著的法理性和制度性特征，它与中国当前的法律体系和

制度规范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法理性和制度性的特征，致力于在法律与制度的层面上

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从而实现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利、公民自由与国家自由、公民利

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均衡发展这是一种新型的公民身份认同和公民教育理念，它可以促进公

民精神和公共伦理的发展，实现公民教育的现代转型。 

四、结论与启示 

从民国初期以来至今，我们的公民身份认同和公民教育理念经历了几次重大变革。民国

初期的公民教育理念偏重于以国民伦理为核心，培养新的国民精神和国民人格;而建国以后

直到“文革”时期，由于革命政治传统以及苏联公民教育模式的影响，公民教育理念又逐渐

转向了以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人民”)为核心，致力于革命伦理教育。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现代性意义上的公民身份认同和公民教育理念才真正出现，它提倡以公共伦理为

核心， 

培养具有主体性、权利性和公共性的现代公民。通过分析和梳理这段历史，我们可以从

中获得很多的经验与启发。大致而言，这段历史对于当代公民教育的发展具有以下三个方面

的启示: 

首先，当代公民教育有必要对公民进行政治素质的教育，但不能陷入“泛政治化”的

误区 

对公民进行政治素质、政治能力的教育，显然是当代公民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目的



是使公民能以政治主体的身份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当中，促进国家政治的进步。但是，“泛

政治化”的危险在于，它以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来控制整个公民教育，使公民教育不是培养

政治生活的主人，而是培养政治意识形态的奴隶，正如“文革”时期的情况一样。这种做法

不但无法提升公民的政治素质，反而是对公民政治素质的极大伤害。因此，当代公民教育必

须警惕这种“泛政治化”的危险，在对公民展开政治教育的时候，不是以政治意识形态的灌

输为中心，而是要以培养合格的政治主体为中心。 

其次，当代公民教育应重视培养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但同时也不能忽略

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培育 

在民国初期的特殊社会背景下，公民教育理念偏重于国家目标和社会责任，这对公民的

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但是，当代社会的经济背景、政治背景

和文化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现代性的转型已经初露端倪，当代公民教育理念显然不

能再以国家责任和社会义务作为唯一的目标，而是要肯定和认同公民的主体权利和个性自

由。作为一个正在走向民主法制的现代化国家，我们应把公民的主体权利与社会责任摆在同

等重要的位置，以此来促进真正的公民观念和公民教育理念的生成与发展。 

最后，当代公民教育应培养公民的民族认同，但不能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怪圈之中，

而是应当引导公民形成更广阔的世界意识和全球意识，为全球的公共事业贡献自身的力量 

在当代社会，各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已经越来越趋于融合，国家、

民族的历史也逐渐融入了世界历史。当代公民教育在培养公民的民族认同的同时，显然也需

要培养公民对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宽容与认同，以形成和睦的全球文化生态。

这无疑是当代中国公民教育的一个发展方向，同时也是一项重要的责任与使命。 

 

注释: 

① 关于梁启超和严复的“小己大群”思想，请参考: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论政府

与人民之权限》和严复的《严复集·第一册》;关于章太炎的“个体为真、团体为幻”，请参

考:章太炎的《章太炎全集·国家论》。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各项教育基本法、教育主体法等教育法令、法规的法律

基础，因此也被称为“教育根本法”。建国以后到“文革”时期，我国一共产生了两部宪法，

即 1954 年和 1975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 年宪法的第 49 条、58 条、96 条规定

了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1975 年宪法中的第 36 条、42 条、49 条等规定了受教

育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③ 苏霍姆林斯基在他的著作《公民的诞生》以及他自身的教育实践中，一直都在倡导

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陶冶，主张培养具有集体主义精神的新时代公民;马卡连柯则

试图通过集体教育来培养公民，同时也通过集体教育来形成公民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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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ship Identity and Transition of the Citizenship Education Ideal 

YE Fei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210097，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arly years of Republic of China， citizenship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have been accepted by many people. However， there were some deviations of citizenship identity 

which caused the deviations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the beginning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 

citizenship identity was transformed to national identity， and it constructed a speci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model which based in national ethics. And then，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itizenship identity had been transformed to 

“people” identity. During that period， schools’ citizenship education alienated to revolutionary 

ideology education. In the 1990s， citizenship identity acquired its modernity character which 

based on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the flourishing of civil society; the public ethics are accepted 



as the core foundation of modern citizenship education which cultivates modern citizens who have 

subjectivity， human rights and public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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